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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劉知幾《史通》論司馬遷之史家修養 

學生姓名：朱秋楣                                  

指導老師：余曆雄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唐代劉知幾在前人基礎下，首次提出史才三長論，指出史家應具「才」、

「學」、「識」的條件，建構出一套史家修養理論的雛形。本文將從《史通》

內外篇中，搜尋有關史才、史學、史識的論點，建構出史才三長之論證，後再

從其三長內涵出發，分析劉知幾對司馬遷有關史才、史學、史識的評價，審視

其評價是否基於其三長論並具備客觀性。正文先以一章梳理《史通》以前史家

修養論的發展，並分析史才三長論的形成背景，後再以一章分析、歸納劉知幾

的史才三長論及對司馬遷的評價，透過縱向比較歷代學者對司馬遷的評價，總

結出劉知幾對司馬遷評價的特色。由於劉知幾受時代及自身能力的局限，其評

價多顯苛刻，其中亦有不少矛盾及偏駁之處，故需慎辨之。 

 

【關鍵字】劉知幾、司馬遷、史通、史家修養、史才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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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在我選題之初，迷茫之際，給予我寶貴的指導。最終，我才得以定下這

個題目，並完成論文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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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在中國漫長的史學史上，出現過許多豐富的典籍及優秀的史家。史家作為

史學的主體，其修養是影響史書品質的主要因素。唐朝史學家劉知幾（661-721）

提出「史才三長」，認為優秀的史家需兼備「才」、「學」、「識」三長。自

此，中國史家修養的課題由針對史家個體的批評，走向針對史家群體的批評的

理論層面。劉知幾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永隆元年（680年）進士，

於武則天時期擔任過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書少監等職，兼修國史。他一

生從事史學工作，著述甚多，但現僅有《史通》傳世，其餘均亡佚。《史通》

是第一部系統性總結史學理論和方法的專著，該書論述範圍甚廣，論及史官源

流、史書體裁、史書評論、史學方法、史學修養、史料鑒別等史學課題，總結

了唐前及唐初的史學發展。除去散佚的三篇，該書今存49篇，計內篇10卷36篇，

外篇10卷13篇。 

這部史學批評著作「多譏往哲，喜述前非」 1，即使是被尊崇為「良史」楷

模的司馬遷（前145或前135-前95）所撰的《史記》也不例外。《史記》是中國

首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自黃帝，下至漢武帝長達三千多年的歷史。全書分

五大體例，即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

傳》，共一百三十篇。《史記》的成就涵蓋哲學、文學、史學等方面，對後世

影響深遠。本文嘗試爬梳《史通》中有關史家應具備的「才」、「學」、「識」

 
1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呂思勉評、李永圻、張耕華導讀整理，〈自敘〉，

《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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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述，建構史才三長之論證之餘，審視劉知幾對司馬遷的評價是否基於其三

長論，再進一步衡量其評價是否公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劉知幾著名的史才三長論是學界的熱門課題，但他並沒有具體論述三長的

內涵，導致後代學者對其三長論的認識多有歧義，學界對三長論的研究也缺乏

更系統、更深入的論證。林時民〈劉知幾論史家技藝〉2一文從劉知幾的史才三

長論論述劉知幾對歷代史家技藝的評價，將劉知幾史才三長的理論結合其在

《史通》中對史家評析的實踐進行研究分析，視角新穎，給筆者帶來很大啟發。

然其篇幅不長，對於歷代史家的評析也不夠深入，這興起筆者對《史通》批評

物件的個體研究之念想。 

《史通》中有關司馬遷《史記》批評的篇幅佔有不少的比例。司馬遷《史

記》的研究在學界亦屬熱門課題，研究內容廣泛且深入，但以史家修養角度出

發的研究並不多，與其他方面的研究相較薄弱。而以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論來評

價司馬遷的研究更少，有者篇幅也不長。故本文擬以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論為核

心，著重探討劉知幾《史通》中對司馬遷的評價，深入分析劉知幾對司馬遷史

家修養的批評，以期能深入解讀劉知幾的史學修養論，同時也促進司馬遷史家

修養的研究。 

 

 
2
 林時民，〈劉知幾論史家技藝〉，《興大人文學報》2003 年第 33 期，頁 68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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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目前，學界對於劉知幾的史家修養論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下文將回顧、

梳理與本論文範疇相關的研究成果，最後嘗試作出分析及總結。傅振倫所著

《劉知幾年譜》3一書系統介紹了劉知幾的生平，為《史通》研究必不可少之參

考書。許淩雲先生所著《劉知幾評傳》4，分為上、下兩篇，上篇述劉知幾的生

平，下篇評劉知幾的思想，內有專章討論其史家修養論。許多有關中國史學史

的著述基本設有專章或專節論述《史通》，如金毓黻《中國史學史》5、謝保成

《中國史學史》6、杜維運《中國史學史》7、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8及《中

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9。 

趙俊《〈史通〉理論體系研究》10一書對《史通》的史學批評理論進行了體

系性的研究，從《史通》理論體系的學術淵源、形成的時代因素，到其理論體

系的結構邏輯及各個範疇都有所探討。彭雅玲的《史通的歷史敘述理論》11則梳

理了劉知幾的歷史敘述理論的脈絡，於第五章闡明《史通》論歷史敘述的實踐，

其中第一節的史才三長論，闡述三長的關係及內涵與後人對三長的補充。林時

民的《中國傳統史學的批評主義——劉知幾與章學誠》12以史評、事評、人評三

個角度切入，探討劉知幾《史通》及章學誠《文史通義》兩書的史學批評。其

 
3
 傅振倫，《劉知幾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1934）。 

4
 許淩雲，《劉知幾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 

5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0）。 

6
 謝保成，《中國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7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 2002），第二冊。 

8
 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9
 瞿林東，《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北京：中華書局，1994）。 

10
 趙俊，《〈史通〉理論體系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 

11
 彭雅玲，《史通的歷史敘述理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 

12
 林時民，《中國傳統史學的批評主義——劉知幾與章學誠》（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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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評一章以史臣史家為中心，從史家人格類型、品格及技藝方面來審視劉

知幾與章學誠的評見。劉知幾的直書、曲筆論的研究亦是熱門的專題，相關的

專書有香港的許冠三先生所著的《劉知幾的實錄史學》13。 

論文方面，學界在論及中國古代史家修養論的研究時，劉知幾承前啟後的

史才三長論是熱門的研究內容，如瞿林東〈說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14，古

偉瀛〈撰史憑誰定良窳？－試論「良史」的變與不變〉15及李瑛〈中國古代治史

修養思想論略〉
16
，對劉知幾的史家修養論皆有一定篇幅的論述。黑龍江省社會

科學院於2016年第10期發佈的《學習與探索》期刊設有中國古代史家修養論專

題討論17，對中國古代史家修養論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考察，其中有汪高鑫的〈從

「素心」說到「三長」論：晉唐間史家修養論的形成〉18。有關史才三長論形成

與發展的論文成果也包括耿天勤的〈論劉知幾「史才三長」論的形成和發展〉19

及王嘉川的〈唐宋元時期的史才三長論〉20。〈唐宋元時期的史才三長論〉從

「史才三長」論的提出到唐宋元時期學者對「史才三長」論的討論發揮及直接

應用，討論了「史才三長」論在唐宋元時期的發展歷程。 

 
13
 許冠三，《劉知幾的實錄史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 

14
 瞿林東，〈說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 年第 4

期，頁 5-15。 
15
 古偉瀛，〈撰史憑誰定良窳？－試論「良史」的變與不變〉，《台大歷史學報》2009 年第 44

期，頁 1-41。 
16
 李瑛，〈中國古代治史修養思想論略〉，《北方論叢》2010 年第 6 期，頁 87-90。 

17
 該期刊共發表了三篇專題文章，另外兩篇為王記錄〈「三長」的深化與「心術」的提出：宋

元時期史家修養論的發展與特徵〉及郭蔚然〈從「二善」說到「史德」論：明清時期史家修養

論的總結〉。 
18
 汪高鑫，〈從「素心」說到「三長」論：晉唐間史家修養論的形成〉，《學習與探索》2016

年第 10 期，頁 150-159。 
19
 耿天勤，〈論劉知幾「史才三長」論的形成和發展〉，《山東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9 年第４期，頁 71－73。  
20
 王嘉川，〈唐宋元時期的史才三長論〉，《史學理論研究》2014 年第 2 期，頁 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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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論具有比較詳細論述的論文包括臺灣學者郭宗南的

〈從劉知幾《史通》論史才三長〉21及林時民的〈劉知幾論史家技藝〉22。後者

結合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論與劉知幾在《史通》中對史家評析的實踐進行研究分

析，論述劉知幾對歷代史家技藝的評價，視角有別於以往的研究。臺灣學者林

時民〈史學批評的批評：《史通》的《史記》論析〉23一文，除了從歷史編纂學、

史學思想方面探討劉知幾對司馬遷的評論，也從史才三長論出發，依據才、學、

識審査了司馬遷，最後得出司馬遷為良史的結論。另外，學界尚有許多《史通》

研究的論文設有專章論述劉知幾的史家修養論，這裡省略不述。 

總體來看，學界比較多關注史家修養論的演變及發展，對於劉知幾的史才

三長論的研究，缺乏更加深入和具體的研究。 

  

 
21
 郭宗南，〈從劉知幾《史通》論史家三長〉，《育達科大學報》2013 年第 36 期，頁 121-

141 。 
22
 林時民，〈劉知幾論史家技藝〉，頁 681-698。 

23
 林時民，〈史學批評的批評：《史通》中的《史記》論析〉，《台灣師大歷史學報》2008 年

第 40 期，頁 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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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論文構思 

 

劉知幾三長論的提出並非偶然，而是由一些主觀與客觀的條件因素所導致

的。本文第二章將闡述劉知幾史才三長論的淵源及形成，先以一節梳理《史通》

以前史家修養論的發展，再以一節分析史才三長論的形成背景。本文第三章則

以文本分析為主，審視《史通》內外篇關於史家才能、修養的評述，歸納劉知

幾的史學修養論點，進而分析和總結其史家修養論。該章設四節分別討論史才、

史學、史識及才、學、識三長，前三節除了論述史才、史學、史識的內涵，也

將從其內涵出發，分析劉知幾對司馬遷有關史才、史學、史識的評價，並指出

其矛盾及偏駁之處。第四節才、學、識三長則分兩部分，第一為三長之關係，

第二為司馬遷的才、學、識。第二部分將縱向比較《史通》前後的學者對司馬

遷之評價，歸納總結劉知幾對司馬遷評價的特色，進一步衡量評析劉知幾的評

價是否客觀。由於範圍甚廣，筆者知識水準有限，無法將歷代學者對司馬遷的

評價羅列在內，若羅列過多也顯繁雜累贅，故筆者只取較為幾個評價與劉知幾

的評價作比較。筆者通過縱向的對比，期望能夠全面地把握及論證劉知幾的史

家修養論，並探討司馬遷在劉知幾史才三長論的審視下，是否合乎良史之准，

為司馬遷的研究提供另一個面向。 

劉知幾的《史通》對司馬遷的史才、史學、史識較少有直接的評價，其更

專注於對史書體例等的批判。筆者以為史家修養既然會影響史書的品質，史書

的品質自然也會反映史家的主體修養，故本文將一併收集知幾對《史記》的評

價，借此來反觀司馬遷的史家修養。史家修養涉及的層面廣泛，與史家的識見、

史料的類別、史事的採擇、史事的敘述、史體的得失息息相關。為了避免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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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體例、方法等問題，本文在分析過程中主要從史家修養角度出發，探討司

馬遷《史記》所反映出的史家修養。由於劉知幾對司馬遷及《史記》的評價分

散在各個專題中，本文將盡所能搜集其評價，並整理、統計出次數，列成表，

使劉知幾對於司馬遷及其《史記》的批評重點更加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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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史才三長論的淵源及形成 

 

 史才三長論的提出是史家批評從個體邁向理論趨勢的里程碑，考察三長論

的淵源及形成有助於瞭解史才三長論承先啟後的意義。本章先以一節追溯劉知

幾三長說之源，簡要地梳理《史通》以前史家修養論的發展線索，後一節則探

討史才三長論形成的背景因素。 

 

第一節 《史通》以前史家修養論的發展 

 

春秋時期是古代史學發端時期，亦是史家批評的萌芽時期。自孔子稱讚晉

之董狐為良史以後，後代常以「良史」讚揚出色的史家，「良史」一詞的內涵

逐漸變得豐富。瞿林東在《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24中將史家修養、史家職責、

史家成就列為史家批評中較為重要的三個問題。筆者以為「良史」的內涵主要

建立在這三者上，前人多根據史家修養、職責及成就來下評價。如《左傳·宣

公二年》記載孔子對晉大史董狐書「趙盾弑其君」的評價：「董狐，古之良史

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25其中

「書法不隱」的評價正是以史家職責出發，褒揚董狐遵守禮法制度記事，不隱

諱的作法。又據《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齊）大史書曰：『崔杼弒

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

 
24
 瞿林東，〈修養·職責·成就〉——史家批評論三題，《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北京：

中華書局，1994），頁 144。 
25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

1999），下編，頁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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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26齊國太史和南史雖無「良史」之名，

但他們在面對生命威脅前仍秉筆直書、不畏懼的精神也廣為人稱譽。此事件顯

示史家恪盡職守、據事直書之餘，更彰顯了史家自身的修養。 

東漢時期，班氏父子對《史記》作了評價，班固在父親的評價上加了「實

錄」精神的讚揚：「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 皆稱遷有良史之材, 服其善序事

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27
此處的良史之才主要稱讚司馬遷的文字表達能力，並且能夠實事求是地記載的

修養。 

南朝梁劉勰的《文心雕龍·史傳》是第一篇專論史學批評之文，其讚語曰：

「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總。騰褒裁貶，萬古魂動。辭宗邱

明，直歸南董。」28他認可周公、孔子完備史書體裁的成就，推崇左丘明的文辭

技巧及南史氏、董狐的直書精神，其所評實已涵蓋史家修養、史家職責、史家

成就等範疇。他還提出「素心」說，要求史家撰史時「析理居正，唯素心乎！」 

29，即心無偏私，對歷史進行實事求是地記載。前人「書法不隱」、「實錄」的

評價是針對史書呈現而言，而劉勰的「素心」說則強調史家自身的主體意識，

要求史家在撰史時要有公正無私的修養。 

唐初，《隋書·經籍志》史部後序也論及了史家修養：「夫史官者，必求

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眾職，鹹所貳焉。是故前言往行，

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30 此處與劉勰強調

 
26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下編，頁 1016。 

27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第 9 冊，頁 2738。 

28
 ［梁］劉勰著、楊明照校注，《增訂文心雕龍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208。 

29
 ［梁］劉勰著，《增訂文心雕龍校注》，頁 208。 

30
 ［唐］魏征等撰，《隋書·經籍志》（臺北：史學出版社，1974），頁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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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又有所不同，此處強調的是「博聞強識」和「疏通知遠」的修養。若把劉知

幾的「三長論」與前人所述的對比一番，可見其相似之處。顯然，知幾是在前

人的基礎上，提出了才、學、識三長說。 

 

第二節 史才三長論的形成背景 

 

劉知幾在回答禮部尚書鄭惟忠「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的問題時，

提出了著名的「史才三長」論： 

 

史才需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

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至於貨

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楠斧斤，終

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俱。此

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

夐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31 

 

此處的「史才」指具有才能，優秀的史家。他認為史才比文士少的原因在於，

史才所需的條件比文士所需的還多，史才需具備三種特質，即「才」、「學」、

「識」。他以比喻的方式來闡述「三長」的內涵及相互的關係。有學而無才，

就如同愚笨的經營者，即使有百頃良田和滿筐黃金，也不懂得利用，最終無法

 
31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5），第十冊，頁 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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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利。有才而無學，如同缺乏木料和斧斤的巧匠，空有一身超群的技藝，最終

無法築成宮室。他將「才」比喻作技能和智慧，「學」比喻作材料和工具，認

為史家不僅需具備豐富知識和完備的史料，還應有選擇、組織史料的能力及編

撰、敘述的技巧。才、學是史家的必備條件，而史識則是能夠劃分史家高低的

條件，能夠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知懼的史家，是為史家修養的最高境界。劉

知幾歸納前人的觀點，將史家修養提升到理論層面，總結成才、學、識三個範

疇，這在史學批評上是空前的。 

劉知幾認為自古以來，符合三長的史家極其少見，更大膽直言「世無其

人」，視三長為史家修養崇高的理想標準。他的三長說不僅是對過去史學發展

作出的反思，亦是針對時弊而發。如今雖無法考察這番言論具體是在何年提出，

但從這史學領域的問題來看，基本可以確定這是他身任史職期間或之後所說的。

長安二年（702），他出任著作佐郎，正式入史館修史，官職在後來雖有所遷改，

但史職多年不變。長期任職於史館的他深悉史館弊制，再加上他與幾位史館監

修的著史理念相悖，在撰史上受到了種種束縛。景龍二年，他向監修國史蕭至

忠上書退職，其辭職信提出了史館修史的「五不可」32，這篇文字後被收錄於

《史通·忤時》篇中。知幾認為文士與史才不同，他反對文人修史的風氣，也

不滿那些不具才能的史官空有職位，而才、學、識正是知幾理想中的史才標準。 

劉知幾能在前人基礎有深刻的反思，提出三長說，這與其家庭背景及個人

志趣、經歷也脫不了關係。劉知幾出生於書香門第，其從祖父劉胤之曾任宮中

史官修史，其父兄則精於詞學，這樣的家庭為他提供了充足的經濟條件和圖書

資源，再加上父兄的言傳身教，他的童年飽受文化薰陶。他夙好史學，二十歲

 
32
 ［唐］劉知幾，〈杵時〉，頁 437。 



12 

 

時就遍覽古今史籍，為他日後的治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在〈自敘〉篇就提

及自己自小就愛深鑽細研，分析事物的道理，即使是對前代哲人的著述也敢質

疑，可見其批判精神自小就有了。隨著自身的學識和閱歷不斷增長，身擔史職

的劉知幾深切感受到史家撰史的難處，同時作為史家的歷史責任感也越發激昂。

以上種種的條件因素激起其對史學領域的熱愛與反思，也促使了其史才三長論

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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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劉知幾論司馬遷史家修養 

 

雖然劉知幾並沒有將史才三長的具體內涵說清楚，其《史通》中也沒有明

文提出史才三長，但《史通》畢竟是劉知幾之作，其在評論史家、史書、史事

時，都會憑著心中定見在闡述他的史學觀點時來對史家進行評價。筆者以為其

中有許多篇目的內容與才、學、識相關，參證其《史通》全文後，即能得其史

才三長論之精闢。下文亦將分析《史通》中有關知幾對司馬遷史家修養的評價，

進一步探討被世人稱為「良史之才」的司馬遷在知幾心中的地位為何，並述評

其評價得失。 

 

第一節 史學 

 

史學是指具有淵博的知識，佔有豐富的史料。劉知幾主張史家需具備淵博

的知識及史料掌握周備的條件。在史料方面，劉知幾認為通過徵求不同的說法，

採集各家的言論，方能使史書成信史，成不朽之作。如其在〈采撰〉篇所云：

「蓋珍裘以眾腋成溫，廣廈以群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

何嘗不徵求異說，采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33其在〈雜述〉篇中

也有所強調： 

 

 

 
33
 ［唐］劉知幾，〈采撰〉，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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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

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

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

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34  

 

劉知幾認為史家不能僅讀聖賢書和經典之言，而不讀其他的書，反而應博學多

聞，擴大閱讀範圍，獲取豐富的知識，並從中選擇適當的史料來撰史，切忌憑

空杜撰。博學多聞意為所閱讀的範圍不拘時間遠近，亦不拘大小事，「籍多聞

以成博識」35。「學」與「識」具有互益關係，學可以養識，知識的拓展會提高

一個人的見識，反之亦然。 

劉知幾指出，在閱讀時也要注意不能抱著馬虎的態度，若「讀書不精」36，

便無法對事情有較為全面的認識，嚴重者甚至會導致後來撰史的失誤及偏頗。

此外，若「識事未精」37，即對事物的探討還未精深時，就輕率撰史，是自不量

力的表現。故史家在博學多聞之際還要認真思考辨別其中的是非，以獲得正確

的認知。總的來說，若史家還未達到博學多識，認識及辨別事物也未能做到全

面且公正，不僅會導致其判斷失誤而使所撰史書出現錯誤，就連撰史者本身也

不會意識到自己的不足之處。 

司馬遷二十歲時便抱著淩雲壯志，開始了人生中第一次遠遊，他到大江南

北、淮河兩岸及中原河山實地考察，搜求遺文古事，並採集傳說逸聞，獲得了

豐富的史料。後來，從奉使巴蜀以南之游至扈從武帝之遊，皆使其視野大大開

 
34
 ［唐］劉知幾，〈雜述〉，頁 195-196。 

35
 ［唐］劉知幾，〈雜說中〉，頁 354。 

36
 ［唐］劉知幾，〈雜說中〉，頁 354。 

37
 ［唐］劉知幾，〈雜說中〉，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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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見識亦獲增長，對百姓社會生活有著更深的認識。38劉知幾讚揚《史記》采

錄《世本》、《國語》、《戰國策》及《楚漢春秋》，史料來源豐富，能成一

家之言。他認為司馬遷的《史記》能自成一家，名傳古今，亦與「其事尤大，

記之於傳可也。」39相關，褒揚《史記》所記之事皆是重要且可取的。此處知幾

肯定《史記》的淵博，後又闡明對《史記》多采《周書》、《國語》、《世

本》、《戰國策》這類舊記載的不滿，導致讀者無法得知更多的異聞異事，略

顯自相矛盾。他質疑班固對司馬遷「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

數千載間，斯以為勤矣」40的評價，指出《史記》既多采舊事何來勤也？在體例

上，知幾認為司馬遷將一些《紀》、《傳》未能盡記的，就算只是一些字句章

段，也詳細載錄於《書》中，這樣通博的記載突顯了司馬遷淵博的才識。41他認

為《史記》雖記載詳備，但仍有遺漏的事例沒有記載到。他批判司馬遷在《報

任安書》中論自古以來宦官被士人輕視的例子時，以彌子瑕為開始，卻不記載

春秋時期夙沙衛被輕視的著名例子42。他更因此質疑司馬遷「博考前古，而舍茲

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為者哉」43，譏諷司馬遷的史學見識仍有淺顯

之處。 

後來，知幾後又批評《史記》的史料來源： 

 

 
38
 張大可，《司馬遷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41-47。 

39
 ［唐］劉知幾，〈采撰〉，頁 389。 

40
 ［漢］班固，《漢書》，第 9 冊，頁 2737。 

41
 ［唐］劉知幾，〈采撰〉，頁 42。 

42
 春秋時期，齊國有個宦官叫夙沙衛，在晉國追擊齊國之際，他位於隊伍最後面抵擋晉軍，郭

最認為由閹人來殿后是齊國的恥辱；齊國討伐魯國時，齊侯派夙沙衛去慰問被俘虜的臧堅，臧

堅見是閹人來慰問，倍感恥辱，寧願選擇死。 
43
 ［唐］劉知幾，〈敘事〉，頁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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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作者惡道聼塗説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

也，殷、周已往，采彼家人。……夫以芻堯鄙說，刊為竹帛正言，而輒欲

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

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44 

 

他批評《史記》中有關殷、周以前的史料採集自親人之口，他認為這種「道聼

塗説」和「街談巷議」欠缺真實性，毫無史料價值可言。筆者以為殷、周以前

的時代離司馬遷久遠，當時的事蹟多為口耳相傳，在沒有紙本史料傳世的情況

下，親人的言辭便是重要的史料。只要撰史者明辨慎思，剔掉可疑的部分，再

採納可信之處即可。但這需要撰史者具備精深的學識，否則其判斷認知也不會

是正確的。另外，陳漢章《補釋》認為知幾既然批評《史記》采家人之失，後

所推崇的「三志」應為《晉乘》、《楚杌》及《魯春秋》，而非一般所指的三

史，即《史記》、《漢書》、《東觀漢記》。程千帆在《〈史通〉箋記》中反

駁陳漢章的說法，他認為《春秋》已在《五經》之中，斷不可能又列入三志內，

而《晉乘》、《楚杌》早已失佚，知幾又從何得知其不采家人，不訪故老。再

者，《史通》常以「五經」「三史」相對成文，此處應是知幾誤將「史」字寫

為「志」。其先是指出了《史記》之失誤，後又舉《史記》為準繩，這實為子

玄的失誤。45此外，知幾不滿司馬遷《屈原列傳》採錄《漁夫辭》，將屈原在江

邊遇到漁夫的虛構之事當作逸事收集並編入史籍中，誤導了後人。46對此，呂思

 
44
 ［唐］劉知幾，〈采撰〉，頁 86。 

45
 程千帆，《〈史通〉箋記》(武漢：武漢大學河出版社，2008)，頁 86。 

46
 ［唐］劉知幾，〈采撰〉，頁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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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認為「《漁夫》之辭，自非事實，昔賢采此，或亦以人人知為辭賦之流，使

人作辭賦觀，非使人作敘事文觀也。」47 

 總的來說，劉知幾對司馬遷的史學有褒有貶，他認為《史記》中有關殷、

周以前的史料來源不可靠，但殷、周以後的史料卻掌握得十分周備。整體來說，

司馬遷《史記》的體例完備，內容豐富，但仍有一些未盡人意之處，知幾牢牢

抓住這些失誤，拋出對司馬遷史學淵博的質疑。筆者以爲知幾能客觀地指出司

馬遷的史學為有識之舉，但他對司馬遷的批判過於苛刻，將司馬遷的失誤放大

至抹殺其長處，顯得十分偏頗。畢竟，即使撰史者再博學多聞也無法突破時代

的局限，收集到很多時代久遠的史料，撰出毫無遺漏及失誤的史書。 

 

第二節 史才 

 

史才是指選擇、組織史料的能力及編撰、敘述的技巧。我們可以從史書的

文字、語句、篇章表達及安排上辨別史家的才能。正如劉知幾說：「夫飾言者

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

48因此，「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49，也「以敘事為工」50。劉知幾主張敘事

須簡要、隱晦，煩省得中，在〈載文〉、〈敘事〉、〈煩省〉、〈點煩〉等篇

中都有所強調。在劉知幾心中，能達到簡要、隱晦、「文而不麗，質而非野」 

 
47
 ［唐］劉知幾，〈采撰〉，頁 371。 

48
 ［唐］劉知幾，〈敘事〉，頁 126。 

49
 ［唐］劉知幾，〈敘事〉，頁 119。 

50
 ［唐］劉知幾，〈敘事〉，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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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境界只有《堯典》至《春秋》的著作，它們是史書中最高的境界，而《史記》、

《漢書》則僅次於它們。 

綜合古今的史書來看，他認為古代的作品是後人所未能及的。尤其是《史

記》、《漢書》以後的史書，文字日益煩富，難以稱上簡要。知幾認為史書要

做到「簡而能要」，達到「文約而事豐」 52。舉例而言，劉知幾認為在記人物

的才能品行方面的簡要可以透過四種方式體現，一是直接敘述；二是記述人物

的事蹟來顯示；三是借別人之言語來表明；四是在論贊中寫出。他認為只需在

才行、事蹟、言語、論贊四種方式中選擇其中一種突出人物品行即可，不必

「兼而畢書」，否則著墨太多，易顯繁瑣。他也列舉了一些史書作為例證進行

評價，其中，他稱讚《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借助論贊說明「蘇建嘗責大將

軍不薦賢待士」53 ，並不在本紀和列傳中記載的做法。然而，整體來看，知幾

認為歷代史書普遍犯有「兼而畢書」的毛病，從《公羊傳》、《穀粱傳》、

《禮記》、《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直

到官修《五代史》都有，只有左丘明、裴子野、王劭沒有這樣的毛病。 

達到簡要的方法還有省字和省句兩種，省句容易，而省字較難。劉知幾認

為字句簡約，省略掉不重要的，只列出重要的，即能達到隱晦，讓讀者從簡賅

的語句中感受到言外之意，見表知裡，並且能夠進一步舉一反三。知幾推崇古

史的隱晦，他認為《史記》、《漢書》以前的史書簡潔扼要，能夠反復誦讀、

推敲，而《三國志》、《晉書》以下的史書繁雜瑣碎，批判時下的駢文風氣，

原能以一字概括的也要湊成雙字，從而判定「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

 
51
 ［唐］劉知幾，〈敘事〉，頁 119。 

52
 ［唐］劉知幾，〈敘事〉，頁 122。 

53
 ［唐］劉知幾，〈敘事〉，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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榷揚，而其理自見矣。」54對於《史記》、《漢書》二史的隱晦，知幾則認為它

們雖次於先秦的聖人之作，但仍有可取之處： 

 

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

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

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55 

 

若不與《五經》比較，班固的《漢書》和司馬遷的《史記》其實有許多處已達

隱晦，值得稱道。 

除了簡要和隱晦，劉知幾認為撰史者應避免對字句妄加修飾，因為史書與

文章的性質不同，史書重視真實性，只需實事求是地記敘歷史，達到「文而不

麗，質而非野」的境界即可，而文章則更講究文采。因此，知幾認為撰史者應

認真辨析所寫的字句，避免虛引古事或假託古詞，這不僅達不到原要達到的效

果，反而會使讀者感到困惑。知幾批判《三史》以後的史書多有妄飾現象，有

些將句子修飾得不切實際；有的文體如賦頌，用詞似俳優，使得文學不像文學，

歷史不像歷史。56 

知幾專立〈點煩〉篇，摘取《孔子家語》、《史記》、《漢書》、《晉

書》、《十六國春秋》的個別段落，用紅黃筆標注應修改、刪除之處，以讓讀

者更進一步理解敘事之法。然而，原本早已不存，傳下來的本子也沒有了點煩

的痕跡，無法考證。從正文的敘述中，知幾認為史書繁冗的表現有三個，一是

 
54
 ［唐］劉知幾，〈敘事〉，頁 127。 

55
 ［唐］劉知幾，〈敘事〉，頁 127。 

56
 ［唐］劉知幾，〈敘事〉，頁 131。 



20 

 

前後重複；二是詔書全文收入；三是對史文理解不透，該省的內容不省。篇中

以《史記》所摘的條數最多，達 11 條，而《孔子家語》則兩條，《漢書·龔遂

傳》、《新晉書·袁宏傳》、《十六國春秋》分別為一條。知幾在〈雜說上〉

篇中的《史記》八條亦舉出了幾個繁冗之例證。他舉《史記·佞幸列傳》云：

「文帝崩，景帝立。」的例子57，認為即使不說明「文帝崩」，只說「景帝立」，

也可知「文帝崩」，故「文帝崩」三字大可刪掉。又，《史記·倉公傳》敘述

了倉公曾受黃帝、扁鵲脈書的教授，能通過面部五色來診病，由此判斷生死，

診斷出疑難雜症是否可治。文帝詔見他問其長處，其回答與上面敘述的內容完

全相同。知幾批評上文花筆墨闡述該事，下文又通過人物對話重複敘述該事，

兩者形式雖有不同，但內容卻是一樣的，沒必要再重複。而這類的錯誤在《史

記》中並不少見，故他對劉向、揚雄皆服司馬遷擅於敘事的評價感到質疑：

「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58接著，他認爲論贊之

用處為解釋疑惑，若文章淺顯易理解就不必敘述，但司馬遷卻沒有意識到這一

點，在各篇末皆寫一段論說，即使沒必要，也要勉強寫出一段文字，由此斷言

史論的繁瑣自司馬遷開始。對於《史記》的繁冗，他指出：「《屈原傳》曰：

『其文約，其辭微。』觀子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撰《史記》，榛蕪若此，

豈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59即使司馬遷深知簡約之美，但自己撰史時卻也

無法完全實踐簡約之道。然而，以當世之法來對古時之作譏議，並不恰當，正

 
57
［漢］ 司馬遷撰、[宋］ 裴駰集解、[唐］ 司馬貞索隱、[唐］ 張守節正義，《史記》（北

京：中華書局，2014），第 10 冊，頁 3880。 
58
 ［唐］劉知幾，〈點煩〉，頁 335。 

59
 ［唐］劉知幾，〈點煩〉，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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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浦起龍總按所云：「觀是書者，切磋究之，固不必為煩者病，亦不得謂點煩

者苟。」60 

劉知幾在闡述簡要、隱晦、妄飾的問題時，視角總擴大於古今，每每以先

秦史書來作比較，強調時下史書的文字繁瑣風氣，藉此鼓勵時下的史家提高自

身的修養。他不斷闡明一代不如一代的事實，也意識到這樣的趨勢實際上也是

由客觀因素即時代不同而導致的。他認為好的史書的出現取決於時代，而「史

才」與史料息息相關，若某些時代沒有發生奇聞異事，沒有出現英雄，史料也

不周備，撰史人也難以表現自己的敘事能力，要出現好的史書、史家也有點難。

舉例而言，其對司馬遷的敘事評價為：「觀子長之敘事也，洎周以往，言所不

該，其文闊略，無複體統。洎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

者。」61他認為司馬遷在周代以前的記事不周全，文字也「闊略」，不成體統，

但秦漢以後的敘事「條貫有倫」，很值得稱道。 

此外，劉知幾認為時代因素亦是導致歷代史書詳略不均的其中一個原因，

是「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他從荀卿「遠略近詳」 62之說論起，認為年代

久遠，史料越難收集，著述只好簡略；年代越近，史料較容易收集，史料越多，

著述自然就詳細。除了史料收集的容易度，時代風氣也是其中一個客觀因素。

他認為古代世風淳樸，言辭較為簡單，史書載事自然就簡略；後代文風崇尚華

美，史書記事自然就繁多。因此，在評價後代史家史書時，不能拿他們與古代

的相較，對他們的得失一概而論。他反對「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 

63，以史書的總字數及整體篇幅來比較前後代史書是不客觀的。他進一步舉了華

 
60
 ［唐］劉知幾，〈點煩〉，頁 327。 

61
 ［唐］劉知幾，〈敘事〉，頁 120。 

62
 ［唐］劉知幾，〈煩省〉，頁 188。 

63
 ［唐］劉知幾，〈煩省〉，頁 189-190。 



22 

 

嶠和謝沈《後漢書》作為例子，指出若嗤笑它們的語言比司馬遷《史記》、班

固《漢書》更繁瑣，未免太荒謬了。他認為只要史書把該記載的記載，沒有疏

漏即可。然而，這不代表史家自身不必重視煩省問題，文字結構的條理、文字

的精簡與隱晦及文字妄飾的問題仍是史家須注意的。知幾在〈核才〉篇中便舉

了一個例子：「孝標持論談理，誠為絕倫。而《自敘》一篇，過為煩碎；《山

棲》一志，直是文章。諒難以偶跡遷、固，比肩陳、範者也。」 64他認為南朝

劉峻雖擅於立論談理，但其一些文章或過於繁瑣、或簡直是文學作品，難以與

司馬遷、班固、陳壽、範曄並談。可見，知幾在敘事上仍強調「文之於史，皎

然異轍」65。 

劉知幾對於「才」的標準是文字簡要，隱晦，不妄飾，而這要求史傢俱有

編排、組織史料及撰寫的能力，故從史書的文字敘述即可判斷出司馬遷的史才。

班固讚揚司馬遷「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66，他從史才方面肯定司馬

遷的組織能力及質樸的文字表達。然而，劉知幾對此略有保留，他批評司馬遷

《史記》有許多繁冗的表現，隱晦度亦不比《五經》，但與後世較多妄飾之作

比較仍為上乘之作，值得稱道。此外，劉知幾雖意識到史才的發揮、史書的好

壞除了源於史家自身的修養外，還由一些不可控的時代因素導致。但他仍常常

拿古今之作比較，有時也顯得過於苛刻，是其矛盾之處。筆者以為劉知幾雖瞭

解史書的好壞受限於時代等因素，但他因自身經歷關係，帶著對所處的時代風

氣的強烈不滿而撰筆，藉語出驚人來勸告史家要盡己所能，發揮好自己的能動

性。 

 
64
 ［唐］劉知幾，〈核才〉，頁 178。 

65
 ［唐］劉知幾，〈暗惑〉，頁 178。 

66
 ［漢］班固，《漢書》，第 9 冊，頁 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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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史識 

 

劉知幾在回答鄭惟忠「史才少」的問題時，他對於史識的說明是「猶須好

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俱」。劉知幾十分重視「善惡必書」的

修養，他在《史通》中也專立〈直書〉、〈曲筆〉來說明。事實上，劉知幾在

回答鄭惟忠時並沒有將史識的定義完整說出來。閱讀了其所撰的《史通》後，

可知他提出的「識」是一種判斷能力，並不局限於「秉筆直書」，還包括作出

客觀、有見地的評價。史識亦可表現在對史事、人物或史書的認識及評價上。 

在史料方面，「識」是指選擇材料入史時的判斷能力與準確程度。舉例而

言，史家若無法達到博學多識，那在選擇史料時就無法作出準確的判斷，將民

間奇異的傳聞也編入史，使得內容不實。人們對人、事物的看法是以自己主觀

的認識為標準，這種認識又根據個人背景、閱歷、性格、價值觀等而不同。因

辨別、判斷能力的不同導致他們看待同一問題的角度都不同，觀點自然也不同。

同樣的史書，不同的史家對它會有不同的評價，這就源於彼此鑒識的不同。如

〈鑒識〉篇所說：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

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恆准，

而鑒無定識，欲求銓核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況史傳為文，淵浩廣博，

學者苟不能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烏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67 

 

 
67
［唐］劉知幾，〈鑒識〉，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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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知幾認為「物有恆准，而鑒無定識」，因此對同一件事往往「毀譽不同」、

「愛憎各異」。此處的鑒識是指品評鑒別的能力。他認為中肯的鑒識很難得，

需要學者深入探究，以獲取其中深遠的道理。時移世遷，後人在不熟悉過去的

背景下，對史書是很難作出確切評價的。因此，他們需要有淵博的學識，深刻

把握史書作者的觀點下，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作出評價。知幾進一步舉了《尚

書》、《左傳》、《史記》、《漢書》等諸多實例作了論證。其中，他指出後

人對班、馬優劣的看法有偏差，如王充著《論衡》，以班固為甲等，司馬遷為

乙等；張輔則持班固劣於司馬遷之論。他認為這兩種論述皆有各自的長短處，

可以把他們並列在一起參看。 

「夫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偽莫分，邪正靡別。」68當人們對事物的認

識不清或有誤時，他們往往辨不清是非真假，在判斷和作出評價時就容易失准

或穿鑿附會。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七十列傳中稱說虞舜被困，藏身

於井壁空穴中，後穿孔而出。而《史記·仲尼弟子傳》則稱孔子死後，門人就

推崇外觀酷似孔子的有若為師。知幾指出這些記載比褚先生為《史記》所補篇

章還鄙俗，但世人卻依然推崇司馬遷，只指責褚先生。後人對前人的錯誤非但

沒指出，還硬要為他們解釋，掩飾他們的失誤，這是「識」不足的表現。再如

葛洪將《史記》把伯夷置於列傳之首的原因，解釋成表達對「善而無報」的憤

恨，而把項羽列於本紀，則是要表達對「居高位者非關有德」的看法。69另外，

針對上一節所提到的史書簡略問題，史家應具備史識條件，以客觀的態度深入

探討作者的觀點及出發點，才能正確理解史書的內容，不要隨意偏袒作者，否

則優秀的史著也會因缺乏好的評價而被遺忘人世。 

 
68
 ［唐］劉知幾，〈暗惑〉，頁 422。 

69
 ［唐］劉知幾，〈探賾〉，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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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知幾對於司馬遷的史識較少直接地評價，故要掌握其評價，需關注其對

《史記》的評價。首先，他指出比起編年體難辨的敘事，紀傳體的分類清晰，

更易令讀者掌握。他充分肯定司馬遷開創紀傳體之功，五大體例的分類十分妥

當：「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

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70然而，司

馬遷雖劃分了分類，但界限並不分明，還常有「破例之象」，使後世學者較難

理解其用意。劉知幾指出，《史記》體例紕繆甚多，《世家》、《本紀》、

《列傳》皆有不守義例的歸類。如從後稷直到西伯文王的姬姓，還有從伯翳直

到莊襄王的贏氏，他們的爵位是諸侯，《史記》卻將他們歸類於本紀。項羽逾

軌自稱為王，司馬遷不將其納入世家，反而立本紀稱其為王。這類不分真偽，

是非顛倒的行為不僅誤導後人，更達不到史書懲惡勸善的主旨。對此，張大可

《史記體制義利簡論》一文認為劉知幾犯了以後代史著情況來指責前代史著，

倒果為因的錯誤，以斷代史《漢書》的標準反過來衡量《史記》的體例。張大

可指出馬班優劣在史識，而非兩書體例之得失，以《漢書》體例來斷言司馬遷

之劣正是劉知幾的不足之處。71再者，知幾批判《史記》常把不同時代的同類人

物編排在一起，時將後輩提至卷首，時將前輩降到篇末。如將漢代的賈誼與戰

國時的屈原、春秋時的曹沫與戰國時的荊軻、老莊與申韓合傳，論大道先黃、

老而後《六經》。後代學者多認為知幾上述指責均不妥，實際上司馬遷的「破

例」具有其深意，深入探討後可知這些「破例」皆彰顯了司馬遷卓越的史識。

至於《表》方面，崇尚簡要的知幾反對《史記》把表、志插在本紀和列傳中，

 
70
 ［唐］劉知幾，〈二體〉，頁 21-22。 

71
 張大可，〈史記體制義例簡論〉，《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 年第 1 期，頁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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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只要互相核對《本紀》、《世家》、《列傳》三者，即可瞭解清楚史書

所記載的史事，再列表則顯繁瑣。但他並非反對所有《表》，如他認為《史

記·列國年表》可以保留，因為該表列出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各國年代，讓讀

者一目了然。他在〈雜說上〉亦對司馬遷創表的功績給予了盛譽。 

除此之外，知幾認為「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故在「史識」上特別重視

史家能否辨別善惡，從而以客觀的態度秉筆直書。對此，他在〈直書〉篇說道： 

 

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亂君主，苟直書其

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言之若是，籲可畏乎！夫

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72 

 

他認為史學功用在於勸誡人們棄惡從善，樹立良好的社會風尚。只要如實記載

亂臣賊子及昏君的所作所為，不掩蓋其過錯，就可將其汙穢行跡公佈於天下，

遺臭萬年。如實記載的直筆精神是世人所推崇的一種精神，也是知幾心中最高

境界的史家修養。他將史家撰史比喻作明鏡照物，不論物的美醜，鏡子都會如

實地反映出來，表示史家應具備客觀的撰史態度。他主張「愛而知其醜，憎而

知其善」73，善或惡都要秉筆直書，「不掩惡，不虛美」74。然而，這不表示必

須好不遺漏地記錄所有大小事，只需保留重要的史事即可。他在〈直書〉篇中

舉了歷代秉筆直書的例子，其中提到「馬遷之述漢非」75，贊揚他即使危在旦夕，

 
72
 ［唐］劉知幾，〈直書〉，頁 140。 

73
 ［唐］劉知幾，〈惑經〉，頁 289。 

74
 ［唐］劉知幾，〈雜說下〉，頁 388。 

75
 ［唐］劉知幾，〈直書〉，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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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記載漢帝的過失。班固也曾稱贊：「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

故謂之實錄。」76這些都肯定了司馬遷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 

 

第四節 才、學、識三長 

 

一、三長之關係 

 

劉知幾在和鄭惟忠提出三長說時，以比喻的方式闡述了才、學之間的關係。

經過上文對才學識的解析，我們可以得知若不具備組織史料及敘述的技巧的能

力，即使博學多聞，史料掌握再多，也寫不出好的史文。而若掌握的史料不足，

知識有限，即使文字表現能力再好，也作不成史的。可見，他認為才、學是一

位史家必備的基本條件，區分文士與史才的條件則在於史識。他在〈核才〉說

道： 

 

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

東觀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連章累牘 ，

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為能，當時莫之敢侮。77 

 

他批判推舉文士撰史的風氣，指出這些文士多數沒有 在此務須慎重，因為片言

只句往往形成得失是非。劉知幾指出史家的「浮詞」首先要簡約，避免煩富雜

 
76
 ［漢］班固，《漢書》，第 9 冊，頁 2738。 

77
 ［唐］劉知幾，〈核才〉，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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蕪，接著不能帶著自己的愛憎好惡進行褒貶，亦不能評價不一，產生前後矛盾。

這些問題的發生在於史家「鑒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

彌縫雖洽，而厥跡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78 換言之，史家若缺乏鑒別

裁定的能力及才智見識，雖能夠迷惑無知之人，但總會被有識之士所嗤笑。 

學識方面，史學一節中已提過學能養識及學識的重要性，這裏不贅述。劉

知幾在〈雜說下〉的「雜識」條下提到學與識的關係： 

 

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抵牾而不知其失，

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為？」

其斯之謂也。79 

 

他將有學無識比喻作「藏書之箱筐, 五經之主人」，徒有一身學問，卻不懂得

辨別善惡，無法作出適當的道德價值判斷。如此，其所撰之史就無法達到彰善

懲惡的作用。可見，史識為三長中的核心，其與才、學息息相連，也能輔助才、

學，使史家達到更高的水準。在〈辨職〉篇中，知幾將史家劃成以下三種境界： 

 

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

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

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

者並闕，複何為者哉？80 

 
78
 ［唐］劉知幾，〈浮詞〉，頁 116。 

79
 ［唐］劉知幾，〈雜說下〉，頁 385。 

80
 ［唐］劉知幾，〈辨職〉，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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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幾首先推重董狐、南史「彰善貶惡」的直筆精神，接著是左丘明、司馬遷

「編次勒成，鬱為不朽」的史著，再到「高才博學，名重一時」的史佚，倚相。

可見，其以史識為重、史才與史學則後隨之。在「彰善貶惡」方面，知幾認爲

史書本應當以歌頌善人善事為主，以批判惡人惡事為次。在他看來，司馬遷、

班彪等人是屬於彰善之史家，而晉國董狐、齊國南史是全力貶惡之史家，惟獨

左丘明一人能夠兩者兼之，並注重文采而已。劉知幾更大膽指出後無來者可媲

美左丘明，可見其對左丘明《左傳》的推崇。 

然而，即使有才、學、識三長，史家也不一定能夠發揮其才。知幾在〈核

才〉篇也論及時代背景給編史者帶來的局限，他認為即使有了才、學、識，胸

懷修史大業的抱負，都會受到世俗的阻擾和無知者的譏笑。於是，即使有真知

灼見，也因地位不高，沒有話語權，而放棄原則，隨波逐流地撰史。因此，

「史才之難，其難甚矣」的成因不僅只是史家個人的因素，也由許多客觀的因

素導致。這也意味著史才要突破這些客觀條件的束縛，不僅要有三長，還需要

有過人的膽識。然而，擁有這種膽識不一定會讓受世人青睞，也會讓史家遇到

更多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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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馬遷的才、學、識 

 

《史記研究集成》第八卷的〈司馬氏父子之才學識德〉一章81，整理了歷來

學者對司馬遷的品德、才能、治學精神等的研究，以下舉出其中幾個評價，與

劉知幾相比較，進行論述分析。 

自班固以後，多有學者從良史之才層面論及司馬遷的史家素養，如晉人張

輔曾將司馬遷和班固作比較，他從文字煩省、取材類型、史學見識及文采辭藻

方面批評班固皆不及司馬遷，稱讚司馬遷為良史之才。82本文第二節史才已論及

劉知幾對張輔以總篇幅、字數來比較史書優劣的斥責，他否定了張輔在文字煩

省方面對司馬遷的褒揚，對其餘三方面的評價則未加評論，亦無反駁葛洪對司

馬遷良史之才的評價。西晉葛洪《西京雜記》卷四云： 

 

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先達稱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

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為《項羽本紀》，以踞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

其序屈原、賈誼，詞旨抑揚，悲而不傷，亦近代之偉才。83 

 

本文第三節史識中已提及劉知幾對葛洪「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

為《項羽本紀》，以踞高位者非關有德也」的否定，葛洪對司馬遷的揣測雖被

反駁，但這卻不代表葛洪對司馬遷良史之才的評價就應完全推翻。雖然葛洪對

 
81
 張大可、安平秋、俞樟華等著，〈史記史學研究〉，《史記研究集成》（北京：華文出版

社，2005），第 8 卷，頁 244。 
82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第 6 冊，頁 1640。 

83
 楊燕起等編，《歷代名家評史記》（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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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分類立傳之意的揣測有待商榷，但比起知幾一面倒的批評，葛洪嘗試從

司馬遷的角度來思考的正面評價更促發人深思，具有積極意義。 

由以上史學、史才、史識三節所析，知幾對於班固給予司馬遷的評價並非

完全贊同，他對班固所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

斯以為勤矣」84，「服其善序事理」持有懷疑態度，對「其文直、其事核，不虛

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之評價則無表態。85但他在〈直書〉篇中對「馬遷之

述漢非」的評價頗合班固「不虛美，不隱惡」的評價。可見，知幾並不認爲司

馬遷具備完善的才、學、識三長。 

南朝宋裴駰在《史記集解序》中闡明己見，認為班固對司馬遷的評價是妥

當的，雖司馬遷《史記》「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

也」86，讚揚其為命世之宏才。唐代的司馬貞亦認同司馬遷是個良史之才，他在

《補史記序》對司馬遷稱譽連連，他表揚《史記》貫通古今，史料豐富，加上

首創紀傳體例，內容包羅萬象，為後人紛紛效仿。他指出司馬遷君举必书，褒

貶恰當，為直書實錄，起到勸誡示人的作用。他更稱《史記》事廣文省，詞質

理暢，甚至幾近完美。87若從知幾的三長論看司馬貞的評價，可得出司馬遷為才

學識兼具的史才。宋代朱熹的見解與裴駰「時有紕繆」的看法略同，他認爲

「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88，不僅充分肯定了司馬遷的才識，也揭示出

司馬遷撰史粗率的缺點。清代錢謙益對司馬遷的評價則注重在史識方面：「司

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創立《史記》」89，他還指出：「太史

 
84
 ［漢］班固，《漢書》，第 9 冊，頁 2737。 

85
 ［漢］班固，《漢書》，第 9 冊，頁 2738。 

86
 ［漢］司馬遷，〈史記集解序〉，頁 4035。 

87
 ［漢］司馬遷，〈補史記序〉，頁 4047。 

88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3202。 

89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連標校，〈牧齋有學集中〉，《錢牧齋全集》（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5 冊，頁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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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之才，秦漢以來一人而已矣」。90以上幾位學者雖從不同的面向評價司馬遷的

史家修養，但基本上皆可歸類成知幾提出的才、學、識三長。 

有別於上述學者，知幾未能在《史通》中對司馬遷提出此類較爲全面的評

價，其評價更多的是針對史書體例等問題而展開。通過考察知幾對司馬遷《史

記》的評價，可知他對司馬遷的才、學、識並沒有全盤肯定或否定，具有一定

的客觀性。然而，比起上述學者對司馬遷優點的强調，知幾則更强調缺點的批

評。如裴駰及朱熹對於《史記》的不足之處皆異口同聲地稱作「時有紕繆」、

「粗率」，知幾卻毫無此認識，反而認爲《史記》出現的「紕繆」妨礙了司馬

遷成爲才學識兼具的史才。如此，司馬遷在劉知幾史才三長論的審視下，並不

完全合乎良史之准。 

 

  

 
90
 ［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中〉，第 5 冊，頁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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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語 

 

劉知幾首倡「史才須有三長」，主張史家應具備才、學、識的修養，而才、

學、識之間緊緊聯繫，缺一不可。由於古往今來充分具備以上條件的史家少之

又少，三長便成了史家修養的最高標準。遺憾的是，劉知幾雖貴爲首倡者，卻

沒有運用其三長標準，在《史通》中對歷代史家作具體的評論與分析。故，本

文只能根據知幾三長論的概念，將《史記》的評價劃分出才、學、識三類，再

總結出劉知幾對司馬遷史家修養的評價。 

整體而言，劉知幾認爲司馬遷《史記》比前人《五經》不足，但比後人之

史著則有餘，在知幾心中的地位為第二等。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位列知幾心

中第一位的史書，在現實中也絕對會有不盡人意之處。接著，在將其他學者對

司馬遷的評價與知幾的進行縱向比較時，知幾嚴苛的史學批評特色顯得更爲突

出。以知幾嚴苛的角度來看，符合三長的史家果真「世無其人」，三長成為遙

不可及的崇高理想。 

知幾的高標準與偏激性由許多因素所致，從史學批評角度來看，注重體例

的知幾偏於專注史法的層面，他堅持例不可破，法不可違的原則，對司馬遷

《史記》的批評多在於其破例、違法，其他方面則不太重視。正因知幾受時代

及自身見識限制，他對某些問題的評價（如破例的問題）難免欠缺公允，但他

的討論對史家批評及史學修養發展仍有推動性意義。如清代學者章學誠，深刻

認識到知幾的局限，故他主張講求體例的同時，又不能拘泥於體例，應該因時、

情況而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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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影響層面來談，劉知幾的三長說開創了中國古代史家修養理論，對後世

史家及學者影響頗深，後人多就其才、學、識的概念下延伸補充，並以此來作

為衡量史家優劣的標準。《史通》更被四庫館臣譽為「監史」，足見其影響之

大。本論文尚可拓展的研究課題包含劉知己以後對史才三長論的接受與發展，

如章學誠對其加以發展深化，提出「史德論」，故可進一步探討章學誠的研究。

此外，也可進一步探討劉知幾的史家修養理論對唐代和後世修史實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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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序 劉知幾《史通》中對司馬遷《史記》的評語 出處 

1 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法

《春秋》。自是為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

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

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六家 

2 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

每論國家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

隔。此其為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采雜言，

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 

六家 

3 《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

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

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

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雲語在《項傳》，

於《項傳》則雲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

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

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並編。此其所以為短也。 

二體 

4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

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禮經》。且紀傳

之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

之淵海也。 

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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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

史論之煩，實萌於此。 

論贊 

6 孔安國有雲：《序》者，所以敘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

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

篇有序，敷暢厥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為宗，至

於表志雜傳，亦時複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誥

誓相參，風雅齊列矣。 

序列 

7 馬遷《史記》，采《世本》、《國語》、《戰國策》、《楚

漢春秋》。 

采撰 

8 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采彼家人。……夫

以芻堯鄙說，刊為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

志》競爽，斯亦難矣。 

采撰 

9 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

語。 

敘事 

10 觀子長之敘事也，洎周以往，言所不該，其文闊略，無複體

統。洎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 

敘事 

11 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 敘事 

12 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

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為不朽，若魯

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

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複何為者哉？ 

辯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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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馬遷，精勤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

應仲遠，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夫載言記事，藉為模楷，

搦管操觚，歸其儀的，斯則可矣。 

辯職 

14 古之國史,能立言不朽,皆出自一家, 如魯、杜門不出,漢之丘

明、子長, 晉、齊之董狐、南史, 咸藏諸名山。 

辨職 

15 馬遷之述漢非。  直書 

16 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為世家，既雲無據；項羽

之稱本紀，何求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違凡

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

士，此之乖刺，複何為乎？ 

探賾 

17 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鶩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皋

陶、伊尹、傅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

尤顯，事蹟居多。盍各采而編之，以為列傳之始，而斷以

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 

人物 

18 昔讀《太史公書》，每怪其所采多是《周書》、《國語》、

《世本》、《戰國策》之流。……斯則遷之所錄，甚為膚

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孟堅又雲，劉向、揚雄博極群

書，皆服其善敘事。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乎？不然，何

虛譽之甚也。……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雜說上 

19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采《論語》舊說，至《管晏列

傳》，則不取其本書。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案

《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只覺繁費。如

雜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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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

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睹厥義。 

20 自敘如此，何其略哉！夫雲「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者乍

似同陵陷沒，以寘於刑：又似為陵所間，獲罪於國。遂令讀

者難得而詳。 

雜說上 

21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伐

魯行唁，臧堅抉死。此閹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

《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為士君子所賤者，唯以彌

子瑕為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

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舍茲不載，至於乘

傳車，探禹穴，亦何為者哉？  

雜說上 

22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

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孴而相排。雖燕、越萬裡，而

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尺之中雁行有

敘，使讀者閱文便睹，舉目可詳。 

雜說上 

23 司馬遷之《敘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曆，事無臣細，莫

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者

乎？ 

雜說上 

24 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采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

學，不其甚邪！ 

雜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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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史有固當以好善主，嫉惡為次。若司馬遷、班叔皮，史之好

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兼此二者，而

重之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茲以降，吾未之見也。 

雜說下 


